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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: 明治维新以后 ,日本近代天皇制政府为了增强其统

治的“正统性”和“有效性”,拾起复兴中的神道教义 ,鼓吹“天照大神”

庇护下的“皇国神运”。伴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对外侵略扩张 ,神

道与明治政府结合得愈加紧密 ,逐步成为君临天下的“国家神道”,进

而国家神道终于超越了所有宗教信仰 ,成为国教。“德意日法西斯军

事同盟”形成后 ,天皇制政府为了将日本国民牢牢地捆绑在军国主义

战车上 ,在实行严酷的政治专制的同时 ,以国家神道统摄民众的精神

世界 ,使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歧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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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。从日本近

现代历史上宗教与政治变化的关系来看 ,明治维新后 ,原本就蕴

含着某些催化军国主义糟粕的神道教义 ,经过笃信“富国强兵”

的政治家和国粹主义者的阐释 ,进一步强化与发展为“神国”思

想 ,使“皇国观念”深入人心。随着侵略战争不断升级 ,法西斯军

人政权在全国强化了“战时体制”,利用国家神道统摄其他宗教 ,

对民众进行精神专制。

本文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内实施宗教整肃为着眼点 ,分

析军国主义势力的高压政策留下的恶果及其沉痛历史教训 ,以

警醒世人关注日本今天的政治发展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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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“国家神道”统摄地位的形成过程

神道作为日本民族宗教产生于远古时期 ,但是在整个封建

社会历史上 ,这种以崇拜山川草木中自然神灵的原发宗教并不

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神道依附于佛教

精神为核心的官方思想体系。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 ,在江

户幕府卵翼下的佛教通过“檀家制度”为德川政权代行精神统治

与户籍管理 ,高度世俗化的佛教教团和耽于享乐的僧侣成了旧

制度的象征。与此相反 ,神道则被倒幕维新运动的志士用作对

抗幕府意识形态的工具。明治维新以后 ,日本近代天皇制政府

为了增强其统治的“正统性”和“有效性”,拾起复兴中的神道教

义 ,鼓吹“天照大神”庇护下的“皇国神运”。于是 ,古代神道思想

从倒幕志士用来冲击德川政权的精神武器 ,转化为政府不断用

来强化民众的精神工具。不久 ,伴随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对外

侵略扩张 ,神道与明治政府结合得愈加紧密 ,逐步成为君临天下

的“国家神道”。

神道国教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政府建立伊始。1868

年 3 月 30 日新政府发布的《祭政一致、再兴神　官告示》就已经

显露神道政治化的端倪。早期的国家神道分为“官社国家神道”

和“民社国家神道”。前者指皇族成员亲自担任祭主 ,各级神职

人员隶属内务大臣并领取“官币”的神道 ;后者指各地政府所属

的乡间神社 ,以祭祀亡灵、镇护地方安泰的“神馔币帛料金”为主

要收入的神道。1870 年 ,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《大教宣布

之诏书》,使神道成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政治性宗教体系 ,揭开了

“国家神道”登场的序幕。1879 年 ,东京的“招魂社”改为专门祭

祀战争亡灵的“靖国神社”后 ,由陆军省与海军省共管 ,费用全部

79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精神专制



由国库支付。① 此后 ,随着天皇制权威的进一步确立 ,“政府根

据神道教的状况实行祭祀与宗教逐步分离 ,确立了促使形成国

家神道的方针。1882 年 1 月 ,废止了神官的弘教兼职 ,官币神

社的神官禁止参与葬仪等教化职能。⋯⋯祭祀与宗教的分离导

致国家神道形成 ,从实质上阻断了原有教派神道的宗教性质 ,神

道功能被限定在祭祀上最终导致了‘国家神道’的出现”。“1889

年 ,日本颁布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,明文规定‘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

系之天皇统治’,敬神崇祖为天皇制国家全体臣民必须履行的义

务 ,事实上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

治地位 ,国家神道终于超越了所有宗教 ,成为君临天下的国教。”②

到了日俄战争以后 ,国家神道已经成为军部大本营直接用

来为“圣战”祈祷的工具 ,先后修建了平安神社、明治神宫等专门

祭祀天皇始祖及“皇国鸿运”的神社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,日

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,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猖獗。在 20 世

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打击下 ,帝国主义加剧了瓜分、掠夺殖

民地的矛盾斗争。1931 年 9 月 18 日 ,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战

争侵占我国东北 ,扶植起伪“满洲国”傀儡政权。这一公然践踏

国际准则、侵占邻国领土的强盗行径 ,也加剧了日本同其他帝国

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,并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,一度成为“与

万国对峙”的孤立状态 ,并最终导致“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”的

形成 ,日本不断对外穷兵黩武直至走向败亡。

在此期间 ,天皇制政府为了将日本国民牢牢地捆绑在军国

主义战车上 ,在实行严酷的政治专制的同时 ,以国家神道统摄民

众的精神世界 ,使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歧途。从 20 年代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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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,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加强对传统宗教的控制。1924 年春 ,

首相破例在官邸召见神道、佛教和基督教的代表 ,要求他们配合

政府对国民的教化活动。① 在这一要求的影响下 ,神道各个派

系纷纷行动 ,设立起专职教化的教团联盟 ;佛教界在继净土真宗

东本愿寺派发动“弘布国民精神作用诏书”的“大诏布衍讲演”之

后 ,佛教联合会所属的僧侣、居士乃至一般信徒参加的春秋彼岸

佛事上 ,也要拜读天皇的“振兴国民精神之诏书”。② 在政府的

推动下 ,国家神道及其影响下的大部分宗教教团 ,俯首听命于世

俗政治 ,临战则狂热鼓吹圣战 ,战终则祭奠战争亡灵 ,尤其是“满

洲事变最初表现为‘宣扬国威’、‘武运长久’、‘祈祷胜利’等祝

愿 ,这是由在乡军人、消防组、青年会、妇女会、小学校、自治工

会、氏子等地方团体组织的有计划的动员。但到了战争行动趋

向平息的 1932 年春天 ,活动中心就开始转移到祭祀战死者灵魂

上来了。”③ 这一变化导致各地、甚至是刚刚攫取的殖民统治区

也开始大量兴建神道招魂社 ,祭祀大大小小的“军神”,使神道更

加得到政府青睐 ,使相互利用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。

事实上 ,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 ,国家神道力量不断增强 ,结

果迫使其他宗教或者遭受镇压 ,或者亦步亦趋地成为军国主义

势力的应声虫。“战时体制”确立后 ,神道教的“神国”、“神皇一

体”等观念被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 ,“八　一宇”、“圣战”等内容

被广泛运用于三四十年代的对外侵略战争中 ,“国家神道”已然

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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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法西斯军部对宗教的利用控制

军国主义势力强化国家神道的直接目的是为侵略扩张炮制

借口 ,是用神圣的宗教光环减少民众对血腥战争的抵触。所以 ,

天皇政府进一步发挥国家神道的“皇国观念”,每逢在国家战略

上推出重大举措时 ,都要打出天皇旗号证明政治、军事行动符合

“皇国观念”和祖宗遗留的宗教使命。甚至在图穷匕见的时候仍

不肯放弃他们自认为可以遮羞的宗教招牌。例如 ,在 1940 年日

本与德、意缔结“三国同盟”时 ,昭和天皇颁布诏书说 :“宣扬大义

于八　 ,统一乾坤为一宇 ,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 ,朕夙夜眷眷之

所为。”① 同样 ,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 ,日本使节在递交给美

国国务卿的声明中也还要给自己的偷袭寻找一点托词 :“万邦各

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 ⋯⋯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

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 ,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。”②

大概是应了自己的法西斯盟友戈培尔“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为

真理”的谶语 ,当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顺利攻占新加坡 ,取得了

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陆战胜利时 ,日军大本营几乎自己也相信

起“武运长久”的“皇国威力”,战报中公开宣称 :“日本是照亮世

界和平的太阳。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 ,抗拒阳光者唯有毁

灭一途。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。”③ 可惜 ,

军国主义者好梦不长 ,短短几年 ,驾着“神风”的特攻队员就喊着

“天皇陛下万岁”栽进大海 ,天皇只能用投降来结束战争了。

其实 ,军部及其控制下的政府自己也知道自欺欺人的“皇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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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神运”根本吓不倒战争对手 ,更不会得到殖民地民众的认同。

但是 ,反反复复地灌输“皇国观念”却足以麻痹本国民众的理性 ,

使其在战争狂热中充当构筑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炮灰。作为对宗

教的全面控制 ,军国主义政府在“战时体制”下强行通过与《国家

总动员法》相匹配的《宗教团体法》,用立法手段使宗教彻底成为

为“圣战”服务的工具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 ,日军侵华战火扩大到中国全境。全面侵华

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高潮。1937 年 9 月 ,第一次近

卫文 内阁向国民发出“八　一宇 ,尽忠报国 ,坚忍持久”三条口

号 ,要求国民“举国一致”地开展所谓“国民精神总动员”,强化

“战时体制”,将全国纳入“圣战”轨道。1938 年 4 月 ,日本政府

公布了《国家总动员法》。① 这项 58 条条款的法律 ,通篇充斥着

为“圣战”集中国力的战争动员 ,要求“最有效地发挥全国之力

量 ,统筹使用人力物力资源”(第一条) 。而且 ,从法律规定的征

集物资、人力与产业之外 ,政府可以“根据敕令指定征集调用必

要的物资”(第二条第九款) ,或“根据敕令指定征集调用必要的

产业”(第三条第九款) 。换言之 ,为了支撑对外侵略战争 ,军人

政权可以在天皇名义下随意征用、占有一切个人、团体的资产 ,

约束和支配个人和团体的行动。1940 年 9 月 19 日 ,天皇召开御

前会议 ,决定与法西斯德国、意大利缔结同盟条约 ,联手制霸世

界。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 ,决定模仿德国纳粹党的一元专制

体制 ,建立起由首相亲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 ,把镇压无产阶级政

党以及其他进步力量后仅存的社会大众党、政友会、民政党等几

个资产阶级政党通通纳入其中。从此军政府彻底抛弃了“政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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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”的虚伪外壳 ,形成了天皇大权下军部一手控制国家各个体

系的“举国一致”的战争机器。

不久 ,文部省对神道、佛教和基督教进行了“精神总动员”。

1941 年 12 月 ,内外交困的法西斯军人政权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

战争 ,日本整个宗教界都成了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协从。到了

1942 年 ,“大日本宗教报国会”和“产业报国会”、“大日本妇女

会”、“町内会”等组织先后加入了大政翼赞会。

“战时体制”的建立 ,强化了政治对宗教的干涉作用 ,使宗教

界本身的发展走向发生扭曲。同时 ,《国家总动员法》更是极大

地影响到宗教立法过程。

近代日本宗教立法的动议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 ,1899 年政

府曾经在修改与欧美间不平等条约时 ,向贵族院提出过“宗教法

案”。后来 ,佛教界发动的置佛教于国家保护之下的“佛教公认

运动”未能通过。20 世纪 20 年代 ,宗教立法再度提上政治日

程 ,但同样由于教派间争端而告吹。1929 年和 1935 年 ,政府两

度提出的“以作为教化团体为振兴国民精神做贡献为宗旨”的

“宗教团体法案”仍因不同教派相互排斥而搁浅。《国家总动员

法》实施后 ,1938 年 11 月 ,近卫文 内阁的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向

宗教制度调查会咨询了“宗教团体法纲要”,又经过政府法制局

修改 ,终于在 1939 年初两院通过了《宗教团体法》。荒木贞夫本

身即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 ,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就曾经在其编

著的小册子《向全日本民族呼吁》中宣称 ,日本的“真正的使命是

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”①。在这样的宗旨与全国总动员

的高压环境下 ,“弘布和宣扬皇道达于四海”的“大义名分”取代了

以往的宗教纷争 ,延宕已久的宗教立法非但没有达到维护信仰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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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的初衷 ,反而成了军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。

《宗教团体法》公布后 ,日本政府又于 1941 年将神道统编为

13 派 ,佛教统编为 28 派 ,基督教统编为两个教团。但实际上 ,

整肃后的日本宗教界只有一种“宗教”,即法西斯政权卵翼下极

尽其鼓吹圣战之能事的“国家的宗教”。今天 ,学术界一般认为

《宗教团体法》的作用 ,一方面整顿统一了以往的宗教法规 ,同时

强化了对宗教团体的保护监督。然而 ,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,

军国主义政府对于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宗教团体 ,在确认法定

地位的外衣遮盖下 ,对自由宗教采取了日益严酷的镇压与制裁 ,

宗教信徒和一般国民统统沦为法西斯统治下的“顺民”。

三　高压统治下的“臣民之道”

天皇制政府教化臣民始见于 1890 年的《教育敕语》。1937

年又制造出《国体本义》,讴歌“我天皇神威照耀下国运昌盛、向

海外蓬勃发展”的局面 ,要求国民为了不辜负祖先圣德 ,要恪守

臣节。在“政治、经济、军事”篇章里赤裸裸地宣扬“祖先以来的

尚武国体”,引用明治天皇在 1873 年政府颁布《征兵令》时对陆

海军发布的“敕语”,要求所有“大日本帝国之臣民”不忘天威同

在 ,不辱皇军使命 ,弘扬国威 ,保全皇国等等。1941 年 ,政府教

学局编撰并在内阁局印制了《臣民之道》,用以规范民众的行为 ,

使其符合战争需要。该书用天照大神建立神国的神话替代历

史 ,强调“皇国臣民之道 ,源自日本之国体 ,在于扶翼、奉行天地

无穷之皇运”。荒谬地说“当今之急务 ,在于彻底排除自我功利

思想 ,昂扬实践以奉仕国家为第一要义的皇国臣民道路”。①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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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说 ,《国体本义》和《臣民之道》还主要是灌输皇国思想 ,用以欺

骗国民追随政府的侵略扩张的话 ,那么 ,与之相匹配的臭名昭著

的《维持治安法》和《国家总动员法》,就更清楚地体现了法西斯

政府施行宗教镇压的意图。就是说 ,一旦宗教活动发生妨害治

安或有违政府意愿的行为 ,就能采取严厉的“思想犯保护观察”

等取缔措施。

从 20 年代起 ,日益加紧宗教控制的日本政府就开始对敢于

反抗的教团进行镇压 ,京都府警察部对大本教的镇压开了宗教

整肃的先例。根据村上重良的研究 ,在 15 年战争期间 ,日本政

府利用《维持治安法》和《国家总动员法》,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

的同时 ,对宗教组织严加管束。1936 年 ,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

前夜镇压了提倡用社会主义运动合作促进佛教革新的“新兴佛

教青年同盟”和“基督教学生社会主义运动组织”,其后又审查了

“警世救国教”、解散了“天理研究会”等宗教组织。特别是《宗教

团体法》出笼后 ,所有与国家神道教义不符的宗教活动均被严加

惩戒 ,甚至连为配合战争疲于奔命的传统佛教教义和经典 ,也因

有“番神”或含有不符合神道天照大神的神话而被没收。① 而今

天创价学会前身创价教育学会 ,则因坚持反对祭祀伊势神宫的

神札 ,于 1943 年遭到镇压 ,会长牧口常三郎病死在监狱里 ,其他

干部被一直关押到战争结束。

完全从属于国家神道的神道教团以鼓吹战争为己任 ,传统

的佛教宗派 (如净土真宗等) 为了自保 ,竟然也打着太平鼓去鼓

励出征的皇军将士。至于胆敢不配合战争的宗教组织 ,如救世

军、圣公会等则动辄受到监控或取缔。而歌颂战争的神道则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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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其道 ,连政府中的神道局 ,也在 1940 年的“纪元节 2600 周年”

典礼上升格为“神道院”。按照日本学者的分析 :“‘九一八’事变

后 ,神道地位急剧上升 ,神道上扬的第一个理由是基于神道祈祷

战争获胜 ,这对于胜负难料的战争赌博 ,以及在‘武运长久’名目

下出征的士兵安全生还很重要 ;第二个理由是国家神道中不存

在超出国家观念的普遍规范 ,把战争这种国家行为完全正当化

的原因。其根源在于强化国家的自我肯定意识。”①1944 年 ,神

道、佛教和基督教结成“大日本宗教报国会”,作为“大政翼赞会”

的一环鼓吹国家主义 ,为军国主义侵略歌功颂德 ,并对信徒作战

争动员 ,完全丧失了宗教原有性质。

四　法西斯精神专制的历史教训

法西斯政权对民众的精神专制早已成为过去 ,但这沉重的

历史教训依然值得人们记取和深思。因为即使在今天 ,日本社

会不时泛起的“皇国史观”、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等明显带有复

活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旧梦色彩的言论 ,一直在提醒人们以史为镜

鉴的必要性。

法西斯政权对民众实施精神专制的恶果主要有四个方面。

第一 ,它取缔了宗教自由精神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压。

由于国家政权处于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 ,其核心地位对于

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有着深刻影响 ,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和特

定情况下 ,登峰造极的军国主义政权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而

这些社会意识为了求得生存而自保 ,往往屈从于强权的欺压 ,在

统治性社会意识的高压下苟活下去。这种精神上的专制 ,在具

体社会运动方面则表现为非正统社会意识主体的人群对国家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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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妥协和依附。“战时体制”下的日本宗教便是如此。

第二 ,法西斯政权对民众的精神专制煽动起民间空前的对

外战争狂热 ,而来自社会底层的战争热望又反过来推动着国家

机器更快地走向军事冒险 ,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尽管二

战结束以后美国占领军总部 ( GHQ) 为铲除孳生军国主义的温

床 ,先后发布了“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”的

《美国对战后日本的第一号文书》,以及《关于严禁政府保证、支

援、保全、监督及弘布国家神道之要件》(即著名的“神道指令”) 、

《废除对政治、民权及信教自由的限制》(即迫使天皇放弃“现人

神”身份的“人间指令”) 。但这些荡涤神道教义糟粕的努力并未

能从根本上清除日本文化基因里的不良因素。随着日本重新崛

起成为经济大国 ,其民族优越感又在逐渐抬头 ,冷战结束以后民

族主义势力陡然增强 ,新世纪来临之后 ,一股股否认侵略战争历

史的潮流在社会上涌动。

第三 ,由于法西斯政权对民众进行了长时期精神专制 ,使日

本国民的精神处于麻木状态 ,由此可以洞悉日军在历次侵略战

争中的残暴行径以及日本民众在战时狂热支持政府侵略政策的

思想根源。更为严重的是 ,日本国民在战争结束后仍无力进行

彻底反思 ,尤其缺乏对非正义战争罪行的深刻自省。战后初年 ,

佛教界曾发起“一亿人总忏悔”活动 ,但此举也仅仅停留在慈悲

众生怜悯死者的浅表层面 ,至于战前佛教界的反战运动也大多

停留在“春秋无义战”的认识水平 ,即对所有战争性质不加区分

地否定。① 结果 ,导致了今天许多日本国民念念不忘其遭受盟

军空袭及原子弹轰炸的损害 ,而不愿或很少提及诸如南京大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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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。凡此种种 ,都表明日本

人判断对外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仍然是功利性的 ,缺乏道义原

则 ,这些无不与日本天皇制政府和法西斯势力毒化民众价值观

与思维模式的影响有关。

第四 ,原本就缺乏辨别是非、善恶的道德思想 ,也缺少国际

关系中的平等观念的日本宗教本身 ,由于军国主义势力的控制、

压榨发生了畸变。诚如西方学者桑索姆所说 :“通观日本历史 ,

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 ,或者说他们不想

解决这个恶的问题。”与道义相反 ,日本民族崇尚力量。30 年代

挑起侵华战争时 ,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。40 年

代初准备对英美开战时 ,鉴于对手实力强劲反对意见者较多。

但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 ,多数日本人都把在国内受到的种种

限制与压力转向外部 ,支持政府的扩张目标 ,在发动侵略战争、

进行不平等的经商贸易、殖民式的移民垦荒中寻求出路。即使

在今天 ,许多新一代日本人士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 ,多数的看法

还是认为对美开战是因对力量对比判断失误而导致太平洋战争

失利的 ,因此属于决策错误 ,很少真诚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

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。正是因为如此 ,

今天的政治家才会一面在国际压力下做出忏悔的姿态以敷衍了

事 ,同时又念念不忘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。

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 ,军国主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流毒

甚广 ,穷兵黩武的思想成分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 ,这些因素在功

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也在日本社会各个方面、各个

领域盛行不衰 ,甚至可能在新形势下造成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

的潜在威胁 ,对此作为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祸患的中国人民 ,

有理由要求日本正视过去的历史 ,同时自己更应保持高度警惕。

(责任编辑 :张义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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